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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明以来同乡人士在各地设
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社会的变
迁而产生，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
会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在数百
年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中，作为“乡土之
链”，始终呵护着侨寓异地的商人游
子，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会馆为
同籍人士提供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
寄托。
社会变迁与会馆流变
有人把汉代的邸舍看作是会馆的
前身，有人把宋时杭州的商人组织“团
行”看成是会馆的雏形。无论如何，会
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较长的时期，
作分阶段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
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明清时期
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
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南来北
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的流通，可
是由地域文化熏染出的不同语言、文
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
碍，同籍商人的会馆由此有了内驱力，
他们起而模仿官绅会馆并发扬光大之。
官绅会馆始见于明初永乐年间，安徽
芜湖人俞谟捐自己的房子作为同乡官
绅的集居场所，成为砥砺性行的所在。
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
的盛行，人们为谋求本地入官数的增
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
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
在移民集中的区域，会馆则成为克服
土客矛盾、客客矛盾的场所。
在社会功能上，会馆最初是作为
同籍在京之人聚集之所而出现的，其
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功能日益增加
并规范化，“祀神、合乐、义举、公约”
会馆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社会组织
□王日根
5 ←
是其基本功能。神灵崇拜为会馆树立
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为流寓
人士提供了集会和娱乐的空间，人们
会在节日期间“一堂谈笑，皆作乡音，
雍雍如也”。义举则不仅为生者在身处
逆境时由此解脱，更注重给死者创造
暂厝、归葬的条件。而公约则要求会员
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
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的人于会馆建
立之初便要求会馆能发挥编户齐民、
辅助治化的功能。立足于此，会馆有时
还可以在解决内外纠纷以及反抗外国
资本主义的压迫方面发挥作用。
会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范
围上看，除了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外，还
有因经商的地区相同而建的会馆，如
泉郊会馆、厦郊会馆；又有同业组织为
应付当地土著的压迫和保护自己利益
而组合的会馆，如颜料行会馆、药行会
馆等；从建构看，有的会馆仅为一小
室，以供一神或数神为满足，有的会馆
则规模较大；从经费来源看，有官捐、
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债生息等
名目，各个会馆又各有侧重；再从内部
管理看，有的是官绅掌印，有的是商人
主管，有的还可能是手工业者或者农
民自理。
在新加坡，设置了乡土神灵的天
福宫很快变成了福建会馆的办公场所。
坟山的职能融入其中，同时殖民当局
亦直接以之为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
使之具备了政治职能。到陈嘉庚时，福
建会馆“逐渐脱离帮的局限性与狭隘
性，开始搞社会国家问题有关的运动”
（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
载新加坡《星洲日报》1976年4月21
日）。
会馆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许多地区，
又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在京师省
城、工商城市、移民区域，姿态各异，
功能亦各有侧重，但内在仍有共同性。
四民等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阶层，
但实际上四民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
的，阶层间的流动在不同的时期或多
或少地表现出来；地区间的阶层流动
和职业流动亦经常发生，有时甚至是
大规模的；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
也可能导致职业的变动或阶层的变动。
总的看来，像科举制度、人口迁移、商
业发展等因素都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
要因素。人口的流动总是不断打破稳
定的社会格局，导致社会的动荡和重
组，如能沿着健康的轨迹运行，可以使
社会上各阶层都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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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如果这些流动处于无序状态，社
会的不稳定就会到来，有时是王朝的
更替。而会馆在管理流动人口方面独
擅其长，依据的正是同乡间的“熟人”
纽带。
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一、城乡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有人说中国的城乡分化一直很不
明显，有人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现代
化的过程。其实，会馆往往能将城市与
乡村连接起来。会馆经常是流入城市
的同乡们为适应城市环境而设置的，
有时乡村人也模仿这种形式在农村设
置会馆，因此，我们把会馆看成是适应
社会形势和追求进步的产物也许更为
合适。
二、土客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
出中原文化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客籍
与土著之间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
等方面冲突颇多，会馆可以被看成是
首先为了保护自己、继而谋求协调土
客矛盾乃至进行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
流的一种有效的组织。
三、雅俗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雅文化与俗
文化的区分，一般区分为士绅文化与
庶民文化，其中士绅文化较多儒家学
说，庶民文化则又包含了许多道家、佛
家的因素。其实，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
从来就是相互交融和彼此取与的，会
馆基本上可以说是提供了实施这种交
融和互摄的场所。会馆戏台成为雅俗
文化互渗的最佳场所。
会馆越向后发展，越谋求封建政
府的承认，有的申请备案，有的求其庇
护。会馆的神灵崇拜也从初发期的单
纯乡土神的崇拜日渐过渡到崇祀乡贤、
名士的阶段，从单纯地寻找纽带发展
到进一步谋求教化。同时，封建政府亦
多给各地乡贤名士以封赠或崇其祀典。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会馆神灵画廊
之内容的不断丰富实质上是封建统治
者对处于流动状态中的人们的管理的
加强，使他们接受士绅文化的教化。封
建王朝历朝都有对神灵的敕封，不断
地把造神运动推向极致，譬如像林默
娘，从一介民女成为海上保护神、医药
保护神直至全智全能的通神，这恰好
适应了普通百姓对圣贤全智全能的心
理要求。于是会馆便神上加神，日显复
杂，通过这众多神灵的设置，士绅文化
中的忠、孝、节、义便悄然地融入庶民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悬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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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中。会馆一般都把戏台设于其
显著位置，各地戏曲娱乐活动得以在
节日的会馆戏台上一展其姿，这既推
进了戏曲说唱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是
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相互交融的载体。
这些均为雅文化与俗文化碰撞与对接
的生动反映。
四、海陆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历史上
确乎存在着海洋文化的因子，沿海与
内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本身就
有许多不同，商业文明一直在中国历
史的发展中产生着巨大影响，沿海人
把会馆设到内地，内地人把会馆设到
沿海，无疑推进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
文化交流。
首先，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
着内陆地区的人民向沿海方向流动以
谋求发展，于是沿海地区便出现了大
批来自内陆地区商人设置的会馆。如
广州有云南会馆、四门会馆、新安会
馆，潮州有汀龙会馆，福州有山陕会
馆、河南会馆、湖南会馆、延平会馆、
清城会馆等。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相连
使内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带动发展，同
时，沿海的文化又不断向内地辐射，经
受过沿海文化熏染的人们再把足迹伸
向内陆，自然就推进了内地商业文化
的发展。会馆的建立使内陆与沿海的
市场联系了起来，推进了内陆经济的
发展与国内市场的形成。
其次，沿海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营
手段也传入内陆地区。首先是外籍移
民占据厚利，继而本籍土著亦纷纷仿
效，所以经“百年递衍，遂为大宗，县
中富室土户，多以制糖起家” （民国
《南溪县志》卷二《食货·物产》）。在
四川云阳，起初“业烟草者，多闽人，
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
中，利颇饶，今多土人承之，烟草出金
堂诸县，由渝、万转运” （民国《云阳
县志》卷三一《社俗中·商人》）。
再者，沿海与内陆的社会风尚亦
相互渗透。在陕西，“传染南方风气，竞
尚奢华”；在三原，“强半似扬州，习俗
兼南北” 。在这风俗相互迁染的过程
中，会馆是文化互渗的重要基地。
五、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从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人流往
海外者人数众多，外国人亦时有至中
国从事各种事务者。在中国的通商口
岸，在海外各地，会馆成为中外文化碰
天津的广东会馆
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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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与对接的基地。李明欢先生说：“海
外会馆之建设是关系纽带制度化的尝
试⋯⋯会馆之运行体现为追求群体效
应的实践，会馆达到了寻求社会资本
的最大价值转化的目的。”（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年版）
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碰撞
与对接
有人说会馆是传统的，商会是近
代的，会馆代表了落后，商会代表了先
进。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作如是观。我
们认为会馆也有许多与商会一致的追
求，会馆可以成为商会的“合帮会员”
就是明证。在会馆里一样有传统文化
与近代文化的碰撞与对接，在推进中
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会馆亦功不
可没。
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的继
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亦多
受熏染，且信之弥坚，有的人提出“以
光前人之志，禧后人好善向义之端”。
有的提出“是以继续先贤遗志，兢兢业
业，励精图治，而树后人之模型”。所
有这些都说明会馆在文化的继承方面
做出了努力，其中亦包含了对明清社
会风气趋向浮靡的一种反拨、一种矫
正，亦弥补了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
理空隙。
会馆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籍
人事业成功和弘扬道义的象征，于是
捐助会馆往往编入地方志的义行之中，
捐助能倡导一种向善好义的社会风气，
保持优良文化品德的延续。
会馆文化的追求更新主要体现在
对近代社会变迁的适应上，即如同治
《汀州会馆志》所云：“时势不同，礼以义
起，岂无当变通之处，第以其议自前贤，
则亦仍之而已。且数十年来，同乡之至
京师入会馆者凛遵前例者，亦有罔顾前
规者。苟不自爱，望其规，规守之得乎？
第士君子学古入官，行将出身加民为世
表率，讵甘 越以干物议。”士绅性会馆
力图适应时事变化，为会馆的发展演变
起到表率与仪范的作用。
首先，许多会馆是由商人出资、官
绅管理，其经营体制本身即意味着对
传统四民观的观念更新。其次，明清时
期义利相得是全社会较为风行的新的
价值观，会馆是这种价值观发生和滋
长的一个渊薮。再者，会馆对政治事务
的干预、对社会管理事务的承担都反
映了其不断适应形势所进行的自我更
新。前者如福建会馆曾涉足省长的选
举以及赈济事宜，后者如重庆八省会
馆对重庆整个地方事务的管理，等等。
我们认为，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
是会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会
馆是在封建体制的缝隙中不断地开辟
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因此，与其把会馆
看成是与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相适应的产物，不如说它也是一种
创造，会馆始终自觉地奉行积极进取
的宗旨，从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
中既保存了传统，又推进着社会变迁，
因而，会馆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
中是功不可没的，在当今的海外华人
社会中仍继续发挥着其积极的作用。
（题图：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